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构想

摘要：民国时期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旧的产业体系日趋瓦解，新的产业体系日渐形成。与此相适应，民国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质。对于民国时期转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经济思想，我们可以采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进行梳理、剖析、归类和评价，以期获得明晰的思路。由于种种原因，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最薄弱的环节，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对于当今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产业经济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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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思想所反映的是经济领域中关于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政策与发展的思想。研究一国某一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对于促进该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组织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有效性、产业管理科学性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近代之前，第一次产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而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迟缓。鸦片战争后，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才开始形成新的近代化的产业部门并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一个孱弱的近代形态的产业经济才得以破土而出，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艰难地实现转型。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引起了民国时期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的热情关注和思考，形成了民国时期灿烂纷呈的产业经济思想。
一、民国产业经济思想和产业政策研究的意义

首先，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之路。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后期大致四个阶段。这一时期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一些志士仁人，对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走什么道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统制-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也将其思想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比如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张謇的棉铁主义、周学熙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国民党时期的资源委员会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之路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

其次，本研究对于中国当代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历史角度考察，我们认为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即本国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现代产业的形成是受外部刺激而做出的被迫回应。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化和工业化意识的传播十分重要。所以，社会精英人士的主流意识和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基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用自己的种种努力，不断推进着中国人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识的深化。“理解过去经济学者的思考过程会为今天的经济学家提供有价值的洞察力的经验教训。”
 分析民国时期学者们的产业经济思想，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加深对当今中国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对于当今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产业经济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本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学术界近些年对于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已有一些研究。但是，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探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过哪些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如何进行思考并做出选择的，他们为何如此思考和选择，他们这样思考和选择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类似的系统研究尚不曾见，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首先是由于“极左”政治思潮对学术的影响，大陆学者们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为禁区；其其是因为民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研究难度所致。民国时期出版的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十分分散，搜集工作非常辛苦；对于搜集到的纷繁复杂的资料还需进行细致的梳理发掘，工作量也非常之大。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空白和断层。从这个角度而言，本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二、民国产业经济思想和产业政策研究回顾

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有学者对当时的产业经济思想作过初步的介绍。如出版于1948年，由夏德炎编写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对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唐庆增等人的经济思想做了介绍，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到对这人物工业经济思想及农业经济思想的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地，虽然20世纪50年代就确定要开展民国史的研究，但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进行。从专著角度考察，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辟专节分析了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包括他们的产业经济思想。叶世昌、施正康在《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辟专章分析了“面向市场的农业发展思想”。叶世昌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分析了张之洞、张謇、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刘师培、朱执信和廖仲恺等人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涉及产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严清华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前进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的“试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等文章也对相关人物的经济思想（包括他们的产业经济思想）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从论文角度考察，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李学通的《翁文灏中国工业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李晓澜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家的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刘椿的《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重心》（南京农业大学，2000年）、徐建生的《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续与变异：1912-1937》（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2000年）、朱圆满的《梁启超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的专题论文，分别对民国时期某一方面的经济思想做了探讨。如：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约324篇、张謇经济思想研究约58篇、周学熙经济思想研究约50篇等。

在国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较多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但研究者多从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经济思想多散见于其著作中。这类著作主要有：森時彦编《中国近代化の动态构造》（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4.2）、藤岡喜久男著《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制と張謇》（东京:汲古书院, 1999.2）、小岛淑男编著《近代中国の经济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 1993.10）、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6.12）等。

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此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

三、民国产业经济思想和产业政策研究的构想

民国时期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旧的产业体系日趋瓦解和新的产业体系日渐形成。与此相适应，民国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质。基于这一背景，研究重点应该是民国时期转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经济思想。

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整个民国时期可分为民国初年（1912-1927）、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国民政府后期（1945-1949）四个历史阶段。具体研究思路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首先按照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介绍本阶段产业经济思想（包括产业结构思想、产业布局思想、产业组织思想及产业技术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然后介绍这一阶段产业经济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并给予评价，最后分析该理论背景下产业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

第一阶段：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此阶段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北京政府时期。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多月，其产业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为此时中国的经济学仅处于学习和引进阶段，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国家富裕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故经济思想主要以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从海外归来的人士的殖产兴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为主。南京临时政府对农业十分关注，出台过类似鼓励开垦荒地、规定凡垦荒者予以五年不升科的优待；对于呈请垦荒者，事业部和内务部均给予积极支持和保护。但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极短，故相关产业经济思想及基于此的经济政策显得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

北京政府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经历了经济萧条及其后的经济复苏，中国工矿业发展亦与之相呼应。因政局多变，军阀割据，政府对工矿事业，既没有一个确定的方针，也没有一个统筹的计划，更持不参与经营实业、放任民营的宗旨，故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比较缓慢，且衣食工业仍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也有相关因素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一是手头握有资金者希望投资于实业获得更多盈利；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市场需求增加，引起商品输出；三是“二十一条”要求与上海“五卅”惨案激起提倡国货运动；四是银行业日益发达；五是种种不平等条约给予外资企业很多方便；最后是铁路等运输业的改进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家发展到1759家，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两个派别的经济思想：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章太炎的重农经济思想、廖仲恺的经济思想等；另一派是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如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和农业近代化经济思想及周学熙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等。其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农业土地制度问题、发展工商实业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就产业政策而言，北京政府时期修订了各种实业法规，但往往变更频繁，朝令夕改。原因在于中国幅员广大，交通阻塞，民生凋敝，时局多变，导致推行政策法规十分不易。这一时期，张謇曾任农商总长，推行棉铁政策，公布各种保息条例以保障产业发展。袁世凯当政时期曾在财政预算中列支1500万元用于振兴工商业，但最后均不了了之。
第二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7年）的产业经济思想。1927年4月蒋介石定都南京。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立国问题的论战，围绕着中国该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等人为农业主导派，而吴景超、杨明斋、恽代英、杨杏佛、陈独秀、吴稚晖等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即工业现代化道路。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藉发展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民族经济建设的出路”
。由于历史的局限，两派都未能正确认识农业与工业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将中国当时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偏离了方向。尽管如此，这场论战仍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界关心国事的美德，双方提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方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不无借鉴意义。

在产业组织思想方面，表现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应采用什么经济制度的问题上。在整个30年代，国家统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此消彼长，最后统制经济思想盛行。其理论思路为：面临民族危机，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有效手段是统制经济；统制经济的前提是中央集权，所以要加强和巩固中央政府地位。当时的《大公报》即明确提出“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的主张。执着于国家统制产业发展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曾任实业部部长的罗敦伟、经济学者马寅初等；对之持谨慎、分析态度的经济学者有陈振汉、丁文江等人。可以看出，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经济思想的这一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放任民营、政府扶助向中央集权、国家至上迅速倾斜的过程。

在产业政策方面，南京政府为挽救农业危机，曾经制定和推行过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也针对性地制定过一些工业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如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62次会议通过了《建设大纲草案》，其中包括：加强国家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生产部门的建设与经营（如关系全国的交通事业、有独占性质的公用事业等）、提出了国家基本工业建设的规划、发展国家资本企业事业的政策、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企业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明显带有产业结构和组织政策的特点，其实践和推行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表现为交通运输业和基础工业快速发展，工业经济得到明显增长。1920-1936年期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将近一倍，年平均增长4．06%，高于当时的美英法德各国，仅低于日本，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
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正值南京政府对工业建设遵循一定计划推行且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之际，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导致原有厂矿要么为兵火所毁，要么为日寇夺去，要么随政府内迁，且大都处于濒危之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满怀爱国之心，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他们除进行一般理论研究之外，还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这一时期对于中国产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有关中国工业化的政策。包括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政府应采取的工业政策、国营与民营问题等；二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比较具体细微的计划问题；三是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争论。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著作，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随着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这时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转向对战时经济政策的探讨上，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涉及许多产业政策思想，如主张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调整工商业的活动；农业政策方面，主张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工业政策方面，主张开发矿产、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的手工业；交通政策方面，主张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加强航运；科学政策方面，主张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训练各种专门人员、训练青年以服务于战区及农村。“抗战建国纲领”正是产业政策思想的综合体现。
第四阶段：国民政府后期（1945—1949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政府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即于1946年2月颁行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法币对美元汇率为2020，结果导致外货蜂拥进入国内，国内工业品无法与之竞争，而输出贸易更加陷于绝境。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内战随后爆发，通货继续膨胀，物价继续上涨，人们生活日益艰难。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经济体制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经济学者陈伯庄认为，工业化制度设计的原则应该是方向问题而非发展速度；张培刚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另外，享誉国内外的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他们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刘大钧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与方显廷、吴景超、谷春帆等人发起成立工业研究委员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另外，这四大学者还直接参与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

其时的产业政策思想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组织政策，即国家资本的急剧膨胀与国家官僚资本的高度垄断政策，尤其在工矿业方面对重工业的高度垄断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高度垄断；二是恢复私营工业的政策，如鼓励原大后方厂主们回收复区兴办工厂等；三是恢复农业的政策，如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免去本年度收复区人民的田赋税，大后方还免除1946年度的赋税等。
民国时期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国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地考察，当时的许多产业经济思想即令在今天看来也已达到了相对较为成熟的程度，许多内容不仅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不少方面仍可作为当代产业经济思想研究以及实践的思想借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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